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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区间考察

刘建江，禹　璐，李喜梅，易香园

（长沙理工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长期巨额贸易逆差调整广受关注，此问题涉及到调整目标和调整成效的
讨论。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目标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把控国际贸易秩序的话语权；二是推进再工业
化，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三是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相对充分的就业与低通胀；四是继续维
持美元霸权地位。金融危机后的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及美国贸易政策的调整使得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幅度
缩小，目标逐步趋近，预计以美国贸易逆差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衡量的调整目标将在一定区间内继续波动，但
较２１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收窄。而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的冲击将使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开始偏向经济复
苏与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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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来，美国贸易逆差
成为经济常态。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巨额贸易
逆差被认为是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实力、威胁其
世界绝对领导地位、削弱美国霸权的重要因素。

此后，奥巴马政府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并试图调
整进口型增长模式，于２０１０年提出“出口倍增
计划”，明确指出要“缩减贸易赤字、实现经济增
长、增加就业岗位”。特朗普政府上任后，继承
了前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并提出削减巨额贸
易逆差以恢复美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增加国内
就业岗位并恢复经济增长，进而实现“让美国再
次伟大”这一核心政治目标。对于刚上任的拜
登政府来说，贸易逆差也是其需要完成的任务
之一。

在全球化、国际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

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意味着世界贸易格局的
变化，将影响国际资本流量与流向，影响国际货
币体系的稳定，需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下通过世
界各国的共同努力来完成。而在长期国际分工
体系基础之上所形成的贸易逆差常态化趋势，

非短期内所能逆转，故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在
其目标函数中可能存在一个基本的目标区间，

在这一目标区间内，能基本保持经济增长、物价
稳定、低失业率，能维系美元霸权和保持美国足
够的竞争力。本文旨在探寻美国贸易逆差调整
的目标区间，并且提出依据不同的贸易逆差调
整目标区间来判断调整成功与否的思路。

　　二、文献回顾

（一）贸易逆差是否需要调整
学者们通常从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来

讨论其调整目标，大致可归为两派观点。

第一派认为，巨额贸易逆差可持续，不会对
美国经济发展造成影响，或者说逆差不存在问
题，无需调整。

以Ｄｏｏｌｅｙ，Ｆｏｌｋｅｒｔｓ－Ｌａｎｄａｕ，Ｐｅｔｅｒ为代表

的学者构建了一个通用的ＤＦＧ模型，将当前美
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ＢＷＩＩ）描述为“中心国－
外围国”体系，美国是“中心国”，通过经常项目
赤字大量输出美元资产［１－２］。亚洲、拉美等新兴
经济体国家（尤其是中国）属于“外围国”，实施
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通过从美国获得贸易顺
差来进行外部融资，增强市场稳定性预期，使本
币汇率保持相对低估状态，但又以购买美国国
债等方式把所获得的外汇重新投入到“中心
国”，支撑美元霸权地位，为美国的经常赤字融
资。只要“外围国”继续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
略，其剩余劳动力达到边际产出大于零时，ＢＷＩＩ
将继续稳态运行，美国经常性失衡就可持续。

学者们在ＤＦＧ模型的框架下来分析ＢＷＩＩ
体系，认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形成的资金缺口，

能由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来弥补，共同形成
庞大的美元“发行－回流”机制，维持了美国经
济增长并能保持较低的通胀率，从而使得美国
贸易逆差长期化［３－５］。在美元体系下，顺差国被
动地维持美元汇率的稳定，以免美元贬值导致
顺差国自身拥有的美元储备缩水，一方面，美国
将来自顺差国的美元储备又投资于这些国家来
赚取资本收益，并且获取财富转移效应的巨大
红利，弥补赤字［６］；另一方面，美国通过超额发
行美元来稀释外债，减轻财务负担［７］。也有学
者用“金融－制造”国际分工体系来描述美国贸
易逆差现象，并认为美国贸易逆差具有相当的
可持续性［８］。

另一种类似的分析逻辑是从金融市场与全
球资产组合角度来描述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
续。在全球储蓄长期过剩背景下，美国有全球
最发达且容量巨大的资本市场，通过货币、汇率
和金融政策主导全球金融市场的运行；也是全
球较为理想的投资地，各贸易顺差国倾向于投
资美国的美元资产，美国因此获得全球性融资
并可能长期维持巨额贸易赤字［９－１０］。Ｇｏｕｒｉｎ－
ｃｈａｓ　＆ Ｒｅｙ通过分析国际投资头寸（ＮＩＩＰ）／

ＧＤＰ是否处于稳态或收敛于某一个稳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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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资本是否有流入的意愿来考察美国贸易逆
差的可持续性［１１］。外国在美国的资产收益率
明显低于美国在国外的资产收益率，所以，虽然
美国净国际投资头寸为负，但净投资收益为正，

依靠对外投资的收益平滑了美国经常账户赤
字，有效调节外部失衡［１２］。

有学者干脆认为美国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并
非美国的软肋。长期存在的美国贸易逆差是美
国经济全球化的必然产物，贸易逆差的存在是
美国经济强大的体现［１３－１４］。经过测算，持续的
贸易逆差并未影响美国产业国际竞争力，主导
产业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产品价值链的高
增值部分仍旧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１５］。全球
价值链和行业内贸易在快速发展，但贸易统计
数据未能充分体现通过中间产品跨国贸易而不
断扩大的商品、服务贸易，因此，美国的实际贸
易逆差要小于名义逆差［１６］。全球经济失衡是
市场自动选择的结果，本身具有内部的自我调
节能力和持续性，无需政府干预［１７］。美国的对
外贸易逆差是其实现本国宏观经济动态平衡的
必然要求，能更好地协调美国经济增长和经济
稳定之间的矛盾［１８］。

第二派认为，巨额贸易逆差不可持续，需要
调整，要考虑调整成本和调整目标。

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　＆Ｌａｒｄｙ认为，在ＢＷＩＩ系统当
中，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承担着美国经
常项目逆差的巨额融资压力，大量储备美元会
使外围国家面临支付和储备缩水的风险，增加
了亚洲央行的对冲成本和通胀压力，弱化货币
政策的独立性［１９］。同时，世界经济的非均衡发
展和激烈的竞争又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复杂化，

汇率频繁波动，并进一步加剧全球失衡，美国巨
额经常项目逆差将难以持续。美国连续不断的
巨额贸易逆差直接结果是其净外债的不断累
积，随着净外债不断积累，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
国债呈现边际递减态势［２０］。

Ｍｕｓｓａ亦用ＮＩＩＰ／ＧＤＰ指标来分析经常项
目失衡的可持续性，认为 ＮＩＩＰ／ＧＤＰ终将达到

某一临界点，国外投资者将不再愿意增持美国
资产，美元价值面临崩溃危机，全球性金融动荡
也将在所难免［２１］。姚枝仲等认为，美国的 ＮＩ－
ＩＰ／ＧＤＰ不稳定，而资本流入意愿不高，故贸易
逆差是不可持续的［２２］。ＮＩＩＰ／ＧＤＰ不断上升，
境外投资人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贴水，终将超过
美国资本市场所能提供的回报率，流入美国的
资金将减缓或停止，一旦国际金融市场形成减
持美元资产风潮，美元汇率将可能大幅贬值。

有学者认为，美元是维持美国贸易逆差可
持续的基础性因素，美国的净外债与ＧＤＰ之比
控制在５０％以内方能避免美元危机［２３］。相比
其他调整渠道，美国对外负债的汇率调整更具
有可操作性，Ｏ’Ｎｅｉｌｌ　＆ Ｈａｔｚｉｏｕｓ通过 ＮＩＩＰ／

ＧＤＰ的测算表明，若要使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下
降到 ＧＤＰ 的 ２％，汇 率 贬 值 幅 度 将 高 达

４３％［２４］。为弥补日益增大的“双赤字”，美元加
权汇率贬值１０％－２０％的条件下，ＮＩＩＰ／ＧＤＰ
将有可能在２０％－３０％之间达到稳态，否则不
断攀升的ＮＩＩＰ／ＧＤＰ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安
全隐患［２５］。

美国巨大且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越是
推迟调整，越难以实现平稳调整，最终的调整成
本也会越高［２６］。虽然美元霸权短期内维持了
美国经常项目的可持续性，但长期内必将面临
崩溃风险［２７］，庞大的债务降低了各国对美国的
信任，美国通过过度发行美元攫取世界财富的
行径也使各国对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有所
不满。从某种程度上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
发与全球失衡紧密相关。美国逆差与其他国家
的顺差并存状态，属于“金融恐怖平衡”，其不断
演化的结果是全球性不平衡状态必定会崩
溃［２８］。在以信用货币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
体系下，美国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国际
市场产生巨大冲击，并通过全球金融市场的传
递把这种影响与冲击无限地放大，加大全球
失衡［２９］。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已经成为一种长期存
在，调整到什么程度，其实不少学者心中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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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目标。美国经常账户可持续性取决于境外
投资人是否继续增加美元资产配置比重，当境
外投资者对美元资产的乐观需求预期达到某一
临界点时，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也将面临一个巨
大的逆转从而出现调整，这种调整将达到ＧＤＰ
的４％－５％［３０］。

（二）调整的责任方
基于不同的经济理论来分析美国贸易逆差

的成因，可得出不同的调整责任方，研究者不同
的偏向会得出有差异性的结论。持储蓄－投资
缺口论的部分学者认为，美国储蓄不足和贸易
赤字存在着因果关系，美国经常项目的赤字源
于全球储蓄过剩，以中国为代表的过剩储蓄国
家应该承担更多的调整责任［３１－３２］。在前总统特
朗普看来，要调整美国贸易逆差，必须深挖贸易
逆差源头，这一源头多为亚洲国家，即美国贸易
逆差的调整目标需要从顺差国着手。另一些学
者则认为是美国储蓄率低、边际消费倾向过高
等内部经济结构性失衡导致了美国的贸易逆
差，进而全球经济失衡，调整要从内部入手，美
国要逐步改变赤字政策并提高储蓄率［３３－３５］。

一些学者强调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双向
性。在ＤＦＧ分析框架下的结论是调整美国贸
易逆差应该从美国的低储蓄、其他国家的高储
蓄入手，即调整对象应该呈双向性，新兴经济体
和美国都要做出渐进式的调整。美国需要提高
储蓄并且去杠杆，中国则需要提高资本账户的
开放度和灵活汇率制度，通过ＦＤＩ而非购买国
债重新分配东西方储蓄［３６］。Ｅｉｃｈｅｎｇｒｅｅｎ提供
了一个综合性分析美国贸易逆差的思路，认为
中国需要提高工资水平和推动人民币升值，由
此可提高中国消费水平、改变居民储蓄习惯和
消费方式［３７］。

另一些学者则强调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需
要世界各国的协调。他们一致认为，世界经济
的长期性失衡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以中国为代
表的亚洲国家汇率升值不会改变其高储蓄的发
展模式，贸易投资的双顺差格局也非短期内所
能缓解［３８］。

还有一些学者依照汇率理论来分析调整的
责任方，汇率也是分析贸易逆差的重要指标。
有学者认为，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国家）通
过操纵汇率实现贸易盈余，因此顺差国应承担
更多的责任，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应该升值。历
史上，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均曾被美国认定为
“汇率操纵国”，美国以此手段要求贸易顺差国货
币升值，降低顺差国对美国出口增速和顺差，要
求放松外汇管制，直至对美国的威胁下降才能移
除“汇率操纵国”名单。美国财政部于２０１９年８
月５日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是美国在贸
易摩擦背景下对中国施压的筹码之一。但也有
学者认为贸易逆差调整与汇率无关，人民币升值
无助于改善中美贸易逆差问题［３９］。

Ｏｂｓｔｆｅｌｄ　＆Ｒｏｇｏｆｆ从实体经济发展的角
度来讨论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调整方向，认为
需要调整美国可贸易产品的需求来解决美国长
期且日益庞大的经常项目赤字问题。他们指
出，美元应对世界主要货币主动贬值３０％－
３５％，由此规避投资者信心丧失所导致的被动
调整［４０］。美国这种金融压倒实业的做法使得
美国的创新力和生产力逐渐萎缩，只有通过协
调美国国内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发展才能有
效调节贸易失衡问题，一味盯住汇率（特别是人
民币汇率）不放，只会加剧美国经济对外债持续
的依赖［４１］。

其实，这也从侧面反映当今美国政府真正
关心的是国内经济，能够让全世界共同分担的
巨额贸易逆差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实际上
已经不再是美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

（三）分析性评述
学者们对调整美国贸易逆差的必要性与调

整途径有不同的观点，学者们基本上认为美国
贸易赤字短期内可以维持，但从长期来看，调整
则不可避免。主要结论有两个偏重：以伯南克
为代表的学者倾向于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过
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储蓄过剩国家应该承担
主要责任。而以麦金农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在
美国经常赤字的调整过程中，美国应该承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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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责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相当长时间
内，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增长、低失业率并
存，这也显示出至少短期内贸易逆差的可持续
性。至于巨额贸易逆差无所谓的观点，当前还
难以有较好的理论来支撑。当然，学者们大多
认识到各国相互协调，使全球经济达到一个新
的均衡水平的重要性。但是至今难以出台一个
完整的方案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而研究者的
民族主义倾向也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准确性。金
融危机后，贸易逆差的调整上升到了战略高度，

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的执政理念之后，

其经济政策倾向于经济内向主义与贸易保护主
义，对单个贸易逆差来源地的调整要求也上升
到了遏制性高度，但却忽视自身及他国的成本。

　　三、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战略目标

适度的经济增长、持续的高就业水平以及
基本稳定的物价是美国经济政策的三大目标。

由此出发，在考察美国贸易逆差与宏观经济体
系变动的关系基础上，来分析美国贸易逆差调
整的战略目标。

１９７１年，美国首次出现贸易逆差。但由于

２０世纪整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美国贸易逆差
的整体规模占ＧＤＰ的比重较小，这一时期的贸
易逆差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１９８０－２０１９
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波动中持续增长，在

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前后有所下降，服务贸易一直
保持较稳定的增长趋势（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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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美国１９７６－２０１９年商品贸易逆差、服务贸易顺差、贸易逆差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世界银行数据整理，更新时间：２０２０年７月２日

　　１９８２－１９８７年，美国贸易逆差进入了快速

增长时期，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差额由１９８２年

的２４１．５６亿美元增长到１９８７年的１　５１６．８４
亿美元，增长了５．２７倍，１９８７年贸易逆差占

ＧＤＰ的比重为３．１２％，超过３％的国际警戒线

水平。至此，美国贸易逆差逐步演变成美国经

济乃至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贸易逆差

的调整也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高度，并由此

出现了以“广场协议”为标志的世界范围内的调

整举措。

１９８７－１９９２年，美国贸易逆差进入了调整

期并且逐步缩小，１９９１年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至

３１１．３６亿美元，为１９８２年以后的最低值。但

１９９３年后又进入了一个持续扩大的时期，商品

贸易逆差由１９９３年的１　３２４．５１亿美元扩大至

２００７年的７　１１０亿美元，增长了４３７％；而服务

贸易顺差增长趋缓，１９９３－２００７年仅增长了

７７％。同期，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由１９９３年的

８４８．０６亿美元增长到２００６年的７　５９２．４亿美

元，增长幅度高达７９５％。到２００６年底，美国

经常账户赤字占 ＧＤＰ的比重超过６．４％。金

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美国国民经济一度陷入困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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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为应对经济衰退，奥巴马政府上任伊始，即
决心缩减贸易逆差，大力鼓励出口，通过贸易保
护主义限制进口，并提出制造业重振战略，即当
前的再工业化战略。

金融危机后，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占ＧＤＰ的
比重出现见底反弹上升态势，到２０１２年仍有

４．７７％，联邦赤字占 ＧＤＰ比重为６．７％。显
然，该时期美国贸易差额和联邦政府财政赤字
占 ＧＤＰ 的比重均超过３％的国际警戒线。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上半年，美元基本上处于贬值趋
势，美国经济缓慢复苏，美国贸易逆差保持平
衡。２０１３年下半年以来，美元重新步入强势通
道，美元指数由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９日的８４．１０上
涨至２０１５年９月４日的９６．２２。从美国商品贸
易逆差来看，２０１４年较２０１３年增长了约４００亿
美元，但经常项目逆差却减少了１０７亿美元，若
再看在此期间美国股市连创新高的局面，则美国
巨额贸易逆差可持续的前景似乎显得乐观。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西点军校２０１４年毕
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称，美国还要继续领导世

界１００年。前总统特朗普也是以“让美国重新
伟大”的美国梦作为竞选宣言的，与前总统奥巴
马的美国梦一脉相承。拜登政府有意摒弃“美
国优先”，取而代之的是 “恢复美国领导力”。①

无论是在美国国内重建发展的力量源泉，还是
在国外塑造新的国际秩序，实现美国重新伟大
的目标，亦或恢复美国领导力，均意味着其必须
继续推进美国经济增长、维护美元霸权地位。

第一，保持经济相对稳定增长、相对充分的
就业与低通胀。从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美国ＧＤＰ增
长率、失业率与ＣＰＩ指数变动情况来看，平均值
分别为２．６３７％、６．３８８％和３．４９２％。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世界经济进入滞胀时期，这一时
期美国高失业率、高通胀与 ＧＤＰ低增长率并
存。排除这一特殊时期，我们来分析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美国贸易逆差与上述三大指标的
变动情况（如表１所示）。１９８９－１９９３年，美国
贸易逆差持续下降，然而失业率、ＣＰＩ则基本上
处于均值之上，而 ＧＤＰ增长率则在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年出现了明显下滑。

表１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美国ＧＤＰ、失业率与ＣＰＩ

年份
ＧＤＰ

增长率
失业率

按ＣＰＩ计

通胀率
年份

ＧＤＰ

增长率
失业率

按ＣＰＩ计

通胀率

１９９０　 １．９２　 ５．６　 ５．４　 ２００５　 ３．３５　 ５．０８　 ３．３９

１９９１ －０．０７　 ６．８３　 ４．２３　 ２００６　 ２．６７　 ４．６２　 ３．２３

１９９２　 ３．５６　 ７．５　 ３．０３　 ２００７　 １．７８　 ４．６２　 ２．８５

１９９３　 ２．７５　 ６．９２　 ２．９５　 ２００８ －０．２９　 ５．７８　 ３．８４

１９９４　 ４．０４　 ６．１　 ２．６１　 ２００９ －２．７８　 ９．２５ －０．３６

１９９５　 ２．７２　 ５．６　 ２．８１　 ２０１０　 ２．５３　 ９．６３　 １．６４

１９９６　 ３．８　 ５．４　 ２．９３　 ２０１１　 １．６　 ８．９５　 ３．１６

１９９７　 ４．４９　 ４．９４　 ２．３４　 ２０１２　 ２．２２　 ８．０７　 ２．０７

１９９８　 ４．４５　 ４．５１　 １．５５　 ２０１３　 １．６８　 ７．３８　 １．４６

１９９９　 ４．６９　 ４．２２　 ２．１９　 ２０１４　 ２．５７　 ６．１７　 １．６２

２０００　 ４．０９　 ３．９９　 ３．３８　 ２０１５　 ２．８６　 ５．２８　 ０．１２

２００１　 ０．９８　 ４．７３　 ２．８３　 ２０１６　 １．４９　 ４．８７　 １．２６

２００２　 １．７９　 ５．７８　 １．５９　 ２０１７　 ２．２７　 ４．３６　 ２．１３

２００３　 ２．８１　 ５．９９　 ２．２７　 ２０１８　 ２．８６　 ３．９３　 ２．４４

２００４　 ３．７９　 ５．５３　 ２．６８　 ２０１９　 ２．３３　 ３．６８　 １．８１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ｏｒｌｄｍａｃ／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Ｐ．ＣＰＩ．ＴＯＴＬ．ＺＧ．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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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在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并高
企的同时，失业率、ＣＰＩ在均值以下，而ＧＤＰ增
长率则在均值以上，并远高于均值水平，显示了
巨额贸易逆差与高增长、低失业率、低通胀并存
的良好发展态势。这一时期，学者们较少讨论
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问题。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美
国经济出现少许调整，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则出现复
苏，失业率与ＣＰＩ基本处于均值以下，而在此期
间，美国贸易逆差出现了新一轮增长，２００６年
高达７　６３５亿美元。这一时期，关于美国贸易
逆差的可持续性的讨论日益增多。

金融危机后，尤其是２００９年开始，美国贸
易逆差总额较上年度大幅下降，但是失业率却
处于高位，基本上接近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滞
胀期，不过ＣＰＩ指数还处于相对的低位。整体
上，过去近三十年来的美国经验显示，有近１／３
的时间实现了逆差与三大指标的良性互动。贸
易逆差减少的时期，也基本上是失业率相对处
于高位的时期。由此看来，美国贸易逆差的调
整并非要使之趋向平衡，而是要在保持经济相
对稳定增长、相对的充分就业与低通胀率情况
下的适度贸易逆差。

第二，继续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大国与第
一强国的优势，重新定义国际贸易话语权。美
国贸易战略是其国家整体战略的一个组成部
分，也是其宏观经济战略调整的一个部分，本质
上是为了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二战以来，
美国主导构建了全球经济政治新秩序，长期通
过 ＷＴＯ来主导国际贸易秩序，掌握国际贸易
规则的制定权，这种“收租人”的身份使美国以
低成本获取了巨大的贸易收益［４２］。美国２１世
纪整体战略的核心便是要维持美国在全球体系
中的主导地位［４３］。

金融危机后，美国的贸易地位进一步受到
中国的挑战。中国外贸在入世以后迅速发展，

２０１３年中国商品贸易总额达到４．１６万亿美
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贸易国，直至２０１６
年美国才再次跃居全球首位。美国政府认为，
中国正是享受了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全球化

红利，并且冲击了美国经济安全，美国希望撇开

ＷＴＯ多边规则，重构美国主导的全球经贸规
则，遏制中国崛起态势［４４］。

奥巴马政府在全球贸易规则、国家贸易政
策方面曾作出相应地调整，大力推进不包括中
国在内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一方
面是为了巩固美国亚太同盟体系，另一方面也
是为了要抗衡中国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影响
力。②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优先”战略的
实施路线日益清晰，这实际上是奥巴马政府以
来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进一步延伸［４５］，他在
上任首日即签署行政命令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ＴＰＰ），２０１７年６月宣布退出《巴
黎协定》，１０月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
威胁退出 ＷＴＯ。２０１８年９月，《美墨加协定》
（ＵＳＭＣＡ）正式签署并取代之前的北美自由贸
易协定（ＮＡＦＴＡ），为了形成对中国的遏制，构
建“去中国化”的市场经济同盟，ＵＳＭＣＡ中引
入了对“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歧视性条款，即所
谓的“毒丸条款”来构建新的经贸规则［４６－４７］。上
述一系列举措体现了特朗普政府与以往政府大
不相同的对外政策主张，可称之为一种美国式
的“韬光养晦”［４８］。整体上，美国要重构国际贸
易新秩序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将持续采取措
施遏制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并阻挡中
国获得与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相称的话
语权。

第三，再工业化战略顺利实施，为抢占新一
轮产业革命制高点助力。科技创新优势是美国
国际竞争力的根基，也是美元国际地位的重要
基础。从历史经验来看，具有突破意义的技术
进步通常来自制造业，新技术在全社会的应用
和扩散也依赖于制造业提供的设备和工具。先
进制造业的培育与发展对其他部门有正向的外
溢效应，在此背景下，前总统奥巴马上台后，即
启动了再工业化战略，通过大力推动制造业的
复苏、扩张与发展，谋求美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
优势。在此基础上，前总统特朗普进一步推进
再工业化战略，不同的是，特朗普不仅希望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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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流美国，更希望制造业的振兴可以带动
更多的就业，明确提出两条最基本的经济政策
原则，即“买美国的商品，雇美国的工人”。③

为推进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推动资本回流，
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另一方
面实施减税政策。前总统特朗普将最高的联邦
企业所得税率从３５％降至１５％，同时对本国企
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收１０％的税收，以此推动
资本回流。这至少在理论上将极大地减轻美国
跨国公司的税务负担，实现其将流向海外的制
造业重新带回美国的目的，提升美国制造业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并为其开拓国际市场创造条
件。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２日，特朗普政府签署《减
税与就业法案》，宣称将对于不支持美国经济发
展的企业采取政治和法律手段进行惩罚，以此
实现将流向海外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的目的。
特朗普政府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贸易等相关措
施振兴制造业，且恢复了管道基础设施计划，主
张基建应使用美国制造的产品以此来刺激就
业。同时，前总统特朗普对环境问题也有新的
见解：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并废除环境规则，
取消奥巴马政府对能源行业的限制，而且捍卫
煤炭行业，鼓励使用化石燃料，提出“美国第一
能源计划”，加快美国本土石油开发，有效降低
制造业成本。

当前正处于全球新一轮科技变革孕育时期
和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在中美贸易战
中，精准打击新一轮工业革命中的中国制造重
点领域是美方的核心目标，延缓或阻挡中国制
造的转型升级，为美国制造抢占未来先机创造
条件，从关键领域遏制中国持续崛起的态势。
由此，也显示出美国对中国长期的战略制约，是
要通过对中国部分重点行业的精准打击来延缓
甚至阻挡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步伐，从而从战
略上起到遏制中国的作用。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７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发布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特别３０１报告》，
将中国列为“重点观察国家”名单，２０２０年５月

１５日，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全面限制华为购买

采用美国软件和技术生产的半导体。截至

２０２０年５月，有３６２家中国（含港澳台地区）的
企业和机构被美国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约
占总数的２７％，管制领域主要涉及新兴技术、
科研机构、国防军工等，④表明美国实施贸易摩
擦的首要目标是遏制中国的科技创新，加速中
美科技产业的脱钩。

第四，有效支撑美元霸权，尤其是美国霸权。
美国霸权，是经济霸权、军事霸权、政治霸权的
集合体，其物质基础就是美元霸权。无论是奥
巴马政府的“美国梦”，还是特朗普政府的“让美
国再次伟大”，本质都是要维持美国霸权地位。
其中，美元霸权是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之所在，
美国不会接受任何挑战美元霸权的行为。

１９４４年开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ＢＷＩ）
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成
为“双挂钩”制度下的最重要的国际货币，自此，
美国被称为“世界中央银行”。１９７１年布雷顿
森林体系崩溃后，“双挂钩”机制被取消，美元的
供给量摆脱黄金储备量的限制，开始以国家信
用为基础开展弹性更大的信用扩张，彻底拥有
自行“印刷”国际支付货币的特权，并成为其他
货币的主要标价标准和锚定对象。美元特权使
美国能通过“无泪赤字”获取“铸币税”，并且成
功转嫁国内经济风险，直接促成美元回流，从而
在其巨额贸易逆差下维持经济增长［４９］。在以
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体系中，一方面美元的
霸主地位压制了外围国家发展金融市场，另一
方面，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发达的金融市场，外围
国家将其大部分经常账户顺差用于购买美国国
债等信用等级较高的金融资产使美元回流美
国，间接为美国的贸易逆差进行融资，美国随之
演变为“全球头号债务大国”，大量地支取全球
其他国家的储蓄以弥补国内的储蓄投资缺口。

当前这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
制赋予了美国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比拟的
货币优势，为维持美元霸权，美国将努力维持美
元体系，即要想办法稳定“商品－美元”双循环
体系。但ＢＷＩＩ固有的“特里芬难题”又使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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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霸权的基础不断弱化。因此，维持美元霸权，

成为美国的最主要战略目标之一。

历史上，一旦一个国家威胁到美国霸权或
美元霸权，美国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反制措施，

贸易逆差调整即成为重要的凭借［５０］。比如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美国挑起美日贸易摩擦，签
订《广场协议》，强迫日元升值，要求日本大幅度
削减顺差。２００９年，美国高调“重返亚太”，阻断
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以维系其全球金融体系的
稳定和美元地位的稳固，缓冲贸易逆差调整后东
亚经济体对美国经济体依赖下降的冲击。

前总统特朗普上任之时，中美贸易摩擦不
断升级，其中贸易逆差的调整即成为美国政府
挑起贸易摩擦的最大理由。特朗普政府实行的
与奥巴马政府截然不同的国家战略可被视为美
国维护自身霸权的再次尝试。

　　四、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具体目标

（一）美国官方公布的调整目标

在充分考虑多种因素的基础之上，可以大

致确定美国经常项目失衡的目标。为实施前总
统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２０１０年以来，美

国极力推动全球性失衡的调整。美国前财长盖

特纳（Ｔｉｍｏｔｈｙ　Ｇｅｉｔｈｎｅｒ）认为，⑤世界经济“再

平衡”的实现，需要减少对美国消费的依赖，建
立一套“规范”的汇率政策。他们认为，主要经

常项目顺差国需要作出努力，美国提供了一个

使“中国未来几年经常项目赤字约占ＧＤＰ　４％
的水平”的计划。实际情况是在２１世纪初，中
国经常项目顺差占ＧＤＰ的比重长期高于３％，

直到２０１１年才开始回落至３％以下，２０１３年尚

有２％，２０１６年达到２．８％，离美国的目标相差

甚远。

在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Ｇ２０财长会议上，美国提

出了经常项目失衡的双向调整要求，即提出了

所有成员国在２０１５年前将经常项目差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控制在４％以内的方案。而从现实
情况来看，美国自２００９年开始，其经常项目赤

字占ＧＤＰ的比重已在４％以下，２０１０年后下降
到了３％以下。２０１３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规模
仅为２００６年峰值的二分之一。若今后经济增
长率继续超过贸易逆差的增长率，则美国将继
续保持经常项目赤字占 ＧＤＰ的比重在３％以
下。假定２０２０年左右美国保持其经常项目赤
字占 ＧＤＰ的比重在３％的水平，按美国平均

２％的ＧＤＰ增长速度来估算，则２０２０年经常项
目赤字大约维持在６　０００亿－７　０００亿美元，即
为当时美国官方预计的调整目标值。同时，这
也意味着，美国向世界各国表明的态度，贸易逆
差的调整范围已经达到了美国所设定的目标
区，全球经济失衡的责任已经不在美国。

（二）“出口倍增计划”下的目标区间
奥巴马政府的“出口倍增计划”明确了出口

增长目标，却未明确进口增长目标。以２００９年
为标准，５年内出口倍增，意味着每年出口增长
率要达到１５％方能达到倍增值３．１４万亿美元
的水平；若进口同步增长，则２０１５年进口总值
大约在３．９１万亿美元的水平，此时贸易逆差

７　７００亿元左右，与２００６年的水平持平，显然未
达成政府所愿。考虑到两个进口年增长率水平
为１３％和１４％来估算相对应的美国进口总额
大致在３．５８万亿美元和３．７４万亿美元，此时
贸易逆差为４　４００亿美元和６　０００亿美元。从
绝对值来看，６　０００亿美元大致相当于２００４年的
水平，４　０００亿美元大致相当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年的水平。考虑到经济规模整体扩大与经
济增长惯性这一因素，２０１５年美国政府的控制
目标区应该是在５　０００亿－５　５００亿美元之间，

取高值就是５　５００亿－６　０００亿美元。就实际
情况来看，２０１６年美国贸易赤字５　０２３亿美元，

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２．７％，较上年度低０．１个百
分点，尚在目标区范围之内。２０１７年，美国商
品和服务贸易逆差５　６６０亿美元，系２００８年以
来的最高值，占 ＧＤＰ比重的２．９％，接近目标
值上缘３％的警戒线。到２０２０年，若美国将贸
易逆差占ＧＤＰ的比重控制在２％以内，则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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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大致在４　５００亿－５　５００亿美元之间。
（三）特朗普政府的调控目标
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贸易逆差对美国的负

面影响，明确表示要削减贸易逆差，认为这是摧
毁美国就业岗位和制造业的主要因素。以

２０１８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理由来看，特朗普政府
认为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没有得到应有的保
护，被迫向中国转移技术，同时中国产品享受到
了政府的补贴。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核心目
标就是要减少中美贸易差额。虽然特朗普政府
对美国整体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并未提供明确
的区间，但是有明确目标国家。

２０１７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８　１００亿美元，
服务贸易顺差有２　４４０亿美元，整体贸易赤字
同比增长１２％，达到５　６６０亿美元。２０１８年，
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上升到８　９１３亿美元，创历
史新高，服务贸易顺差２　７０２亿美元，据此，美
国贸易逆差总额达到６　２１１亿美元，是２００８年
以来最大值，较２０１７年贸易逆差总额增长

１２．５％。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

２０１５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３　３６２亿美
元，２０１７年高达３　７５２亿美元。２０１７年３月，
特朗普政府明确要求中国缩减贸易逆差１　０００
亿美元，５月美国贸易代表团提出中国要在

２０２０年７月前削减贸易逆差２　０００亿美元的方
案。２０１９年，美国整体贸易逆差较上年度稍为
收窄至６　１６８亿美元，没有达到特朗普政府设
想的调整目标。若不考虑中国贸易差额减少后
其他国家的替代效应，到２０２０年底，美国贸易
逆差将较２０１７年削减２　０００亿美元左右，约

４　０００亿美元的水平。

　　五、以目标为导向的美国贸易逆差调整的
成效

　　美国贸易逆差既是美国问题，也是全球性
问题，美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是导致目前全
球经济失衡最重要的一方面原因。２００８年金
融危机以来，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不
断地追求贸易逆差调整的目标。美国贸易逆差

调整的目标又关系到美国自身所要承受的成本
以及相关国家所要承受的成本。因此，不仅美国
贸易逆差调整的目标实现并非轻而易举，而且美
国自身及相关国家也将承受一定的成本压力。

金融危机以后，美国政府提出以“再工业
化”为核心的产业政策，以量化宽松为重点的货
币政策，以出口倍增为目标的贸易政策，以限制
金融体系盲目创新为诉求的监管政策，几大政
策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彼此支撑，锁定美国经
济深层结构的根本症结，不仅在短期刺激美国
经济，更是为了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并维系美国经济长期平衡。

在现有经济格局下，通过增加服务出口来
增大服务贸易顺差是最好的选择但并不符合长
期利益的考虑，更为重要的是美国要重振制造
业。相对于服务业来说，先进制造业凭借其乘
数效应最大，能够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
的优势愈加明显，在美国强力推动的“再工业
化”战略引导下，部分高端制造业回流美国，美
国制造业占ＧＤＰ的比重连续增加，制造业企业
利润占美国境内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不断上
升。美国制造出口市场也逐渐回暖，其制造业
产品出口在２００９年后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从

２００８年的 ８　０００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１１　６００亿美元。
再工业化战略促进若干新兴产业取得了积

极进展，推动美国经济可持续化发展，尤为显著
的是在能源行业，页岩油气勘探开采技术的突
破使美国在能源生产与能源自给方面获得引人
注目的进展，２０１１年美国能源出口量自１９４９
年来首次超过进口量，美国转变为能源净出口
国。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美国保持世界第三大石油
出口国地位，其石油出口占世界石油出口总量
的７％左右，美国在能源领域拥有了越来越明
显的先发优势。过去，石油进口一直是美国商
品贸易逆差中最主要的一部分，现在已大大减
少，２００８年美国原油贸易赤字高达３　９１４亿美
元，约占美国商品贸易赤字的４７％，到２０１５
年，分别降至８７９亿美元和１１．５％，能源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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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逆差的大幅下降有效地促进美国经常项目
平衡。受此影响，美国的贸易逆差有逐步减少
的趋势，２０１０年美国整体贸易逆差降至４　９７８
亿美元，恢复至２００３年的水平，较２００６年的最
高值减少了２　６１４亿美元，至２０１３年整体贸易
逆差下降至４　７６３．９３亿美元。得益于页岩油
气大规模开发，２０１８年８月美国超越沙特阿拉
伯、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生产国，丰富的
页岩油气储备巩固了美国霸权的物质基础，美
国正在积极谋求对全球能源格局的主导权。

金融危机后，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
策在推动技术创新领域发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在不断研发的作用下，以高技术产业为代
表的先进制造业展现出极强的全球竞争力，以
特斯拉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技术企业迅速占据
了世界领先地位，引领世界高新技术产业新的
发展趋势，成功抢占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制高点。

自２００９年奥巴马政府提出并实施“出口倍
增计划”和制造业回归政策以来，美国就业状况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失业率逐渐下降，出口促进
就业的效果显著。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美国的出口
带动了约２００万就业岗位；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制
造业回归所产生的工作岗位与之前制造业离岸
生产所带走的工作岗位基本达到平衡；２０１６年
净增加约２．５万个工作岗位，开始实现反超，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制造业回归速度出现加快态势。
出口部门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对外出口从２００８
年的１８　４２６亿美元上升至２０１２年底的２１　９４５
亿美元，虽然美国出口商品贸易仍表现为逆差，
但是商品贸易逆差幅度不断缩小，出口倍增计
划在短期内促进了美国制造业的出口，使得贸
易逆差得到缓解，受此影响，美国各项经济指标
在此期间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对经受２００８年
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
极作用。

为重建国际贸易新秩序，２０１３年６月美国
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ＴＴＩＰ）谈
判，并于２０１６年２月４日正式签署排除中国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ＴＰＰ），表明美国全面

介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决心，以及试图主导亚
太经济的意图。前总统奥巴马曾明确提出不能
让中国来书写全球经济，ＴＰＰ的本质就是要重
建美元霸权的制度基础，力图打造一个美国标
准的亚太地区投资体系，排除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国家崛起对美元霸权造成的潜在威胁。前
总统特朗普上台时，认为中国在亚太战略中夺
取了美国人的利益，企图将美国排除在外以重
塑亚太经济秩序，因此在上台之初便宣布美国
退出ＴＰＰ，通过双边谈判与主要贸易伙伴缔结
新的贸易与投资协定，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正式推出
“印太战略”，构建以美国为首，包括日本、澳大
利亚、印度等国的多层次战略联盟，强化多边合
作并深化双边互动。美国商务部通过“进入亚
洲”“发现全球市场”“贸易风向”三大贸易对接
活动，深化美国与印太地区的贸易往来，２０１８
年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出口额达
到７　２００亿美元，环比增长４．５％。

美国政府推动《美墨加协定》（ＵＳＭＣＡ）的
谈判与签署，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北美经济板块
经贸规则的重新整合，该协议与美国的政治经
济诉求一脉相承。ＵＳＭＣＡ抬高了发展中国家
参与全球化门槛，为国际经贸规则设定提供了
新标杆，以此为起点，美国顺利调整了与韩国、
日本和欧盟的贸易规则。２０１８年９月美韩签
署自贸修正协议，扩大美国对韩国的出口，并保
护美国汽车产业就业岗位。２０１９年１０月，美
日签署贸易协定，协议规定美国出口日本的

９０％农产品将免税或享受关税优待，美国仍不
断强调美日贸易不平衡，敦促日本扩大从美国
的进口。在美国政府的要求下，欧盟在华盛顿
联合声明中不得不写入消除汽车工业关税壁垒
和非关税壁垒。

近年来，随着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
差来源国，加上中国与美国也非盟友关系，特朗
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贸易政策表现出明显的保
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以美中巨额商品贸易
逆差为由，通过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行为挑
起中美贸易战。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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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迅速发展，美中贸易失衡逐渐成为常态。

２０１０年中国名义ＧＤＰ总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
第二，２０１４年中国名义 ＧＤＰ总量占美国名义

ＧＤＰ总量的６０．１２％（如表２所示），此后中国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强，中美
间基于互补性的相互依赖关系向竞争关系转
变，为了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采取措施遏
制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事。

表２　１９６０－２０１９年中国名义ＧＤＰ与美国名义ＧＤＰ变化趋势　 单位：亿美元；％

年份 中国ＧＤＰ 美国ＧＤＰ 中／美比重 年份 中国ＧＤＰ 美国ＧＤＰ 中／美比重

１９６０　 ５５７　 ５　２６４　 １０．５８　 ２００９　 ５１　０２０　 １４４　１８７　 ３５．３８

１９７０　 ９１９　 １０　３８３　 ８．８５　 ２０１０　 ６０　８７８　 １４９　６４３　 ４０．６８

１９８０　 ３　０５１　 ２７　８８１　 １０．９４　 ２０１１　 ７５　５４６　 １５５　１７９　 ４８．６８

１９９０　 ３　９０３　 ５８　００５　 ６．７３　 ２０１２　 ８５　３２０　 １６１　５５２　 ５２．８１

２０００　 １２　１１３　 １０２　８４７　 １１．７８　 ２０１３　 ９５　７４４　 １６６　９１５　 ５７．３６

２００２　 １４　７０６　 １０９　７７５　 １３．４　 ２０１４　 １０４　７６７　 １７４　２７６　 ６０．１２

２００４　 １９　５５３　 １２２　７４９　 １５．９３　 ２０１５　 １１０　５９９　 １８１　２０７　 ６１．０３

２００５　 ２２　８６６　 １３０　９３７　 １７．４６　 ２０１６　 １１２　３７０　 １８５　６１９　 ６０．５４

２００６　 ２７　５２６　 １３８　５５８　 １９．８７　 ２０１７　 １２３　２３２　 １９３　８６８　 ６３．５６

２００７　 ３５　５１９　 １４４　７７６　 ２４．５３　 ２０１８　 １３８　９１９　 ２０４　９４１　 ６７．７８

２００８　 ４５　９６６　 １４７　１８５　 ３１．２３　 ２０１９　 １４３　６３４　 ２１４　３１６　 ６７．０２

资料来源：系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汇率为当年名义汇率。

　　２０１８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实施了
各种特别关税，基本实现了对华进口商品的全
覆盖，中国也相应采取各种反制措施进行应对。

现有的实证研究指出，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政
策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即未能纠正美国的贸
易失衡、提高美国蓝领工人阶层就业率、促进制
造业回流。美国的整体贸易失衡并没有明显改
善，提高关税的成本基本将由美国的进口商和
消费者承担，严重损害了美国经济和国民的福
利。自２０１８年７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美
国对华出口与其总体出口增速的差额最高达
到３７％，美国出口至中国商品的增速一度下滑
至－３２．７％，下滑幅度超过次贷危机时期对华
出口同比的－２５．１％，创１９９９年以来新低。据
美国商务部统计，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美国对华贸
易逆差分别为３　４７０亿美元和３　７５２．３亿美元，

占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６９％和６６％，２０１８年
美中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达到４　１９２亿美元
的历史最高水平，２０１９年美中贸易逆差降至

３　４５６亿美元。经过漫长又曲折的谈判后，中美
双方于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５日签订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实现中美贸易战的“暂时停火”。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美国出现的经济虚
拟化和“产业空心化”趋势在逐步动摇美元霸权
的物质基础。在金融危机以后，美国连续推出
四轮“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美元促成美元
指数的整体贬值，提高了美国产品出口的市场
竞争力，但是也致使全球流动性泛滥，严重损害
美国的国家信用，弱化了美元霸权的资本信用
基础。美元霸权地位是美国巨额贸易赤字与美
国资本和金融项目盈余并存的关键，为继续维
持美元强势地位，美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实
施再工业化战略来重振美国制造业，力图夯实
美元霸权的物质基础；强化印太再平衡战略，提
升美国军事霸权；通过减税政策推动跨国公司
资本、收入回流；以各种理由延缓国际货币体系
改革进程，试图再次掌握全球经济秩序话语权；

提升对石油定价的影响力，强化各国对美元的
依赖。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恰逢美国量化宽
松结束，美联储进入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为控
制美国经济过热，美联储开始持续加息。因此，

美国的税改、缩表、加息三项政策的效果重叠，

８４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６卷



预计在未来两到三年有可能打破国际资本流动
的均衡性，产生洼地效应，促使资本回流美国国
内，外国资本也会流入美国，从而致使美元更加
稀缺，形成长周期的美元强势。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美国贸易逆差仍
将长期持续。综合来看，金融危机以来，再工业
化战略的实施使得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幅度缩
小，美国出口向好，目标逐步趋近，巨额贸易逆
差也未削弱美国的头号贸易强国地位。

　　六、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影响美国贸易逆差调整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全球蔓延对美国乃至全球
经济造成了断崖式冲击。由于美国政府在疫情
暴发早期未予以足够重视，致使疫情加速蔓延。
为控制疫情进一步恶化，多地“封城断航”，多产
业停工停产，国内外经济联系均被切断，美股短
期内四次熔断。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修正数据
显示，２０２０ 年 第 二 季 度 美 国 ＧＤＰ 萎 缩

３１．４％，⑥遭遇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失业率
在２０２０年４月跃至１４．７％，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
以来的最高值，虽然在５月份有小幅下降，但仍
高达１３．３％。⑦美国对外贸易受疫情和为抵抗
疫情的限制政策影响较为严重，２０２０年８月的
美国贸易逆差升至６７１亿美元，较上个月扩大

５．９％，⑧这是自２００６年以来最大单月贸易逆
差，其中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比７月下降了１９亿
美元，达到２６４亿美元。

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进出
口贸易的不对称冲击重新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
差水平，使２０１８年以来特朗普政府改善贸易逆
差的努力失效。贸易逆差扩大的背后，是此前
被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压抑的需求正在反弹，伴随
美国各州逐步放开对商业活动的限制，美国大
量进口海外的汽车、工业材料、机械设备等资本
品以及手机、家具等消费品。与此同时，美国的
出口暂未能同步恢复，在后疫情时代，中美第一
阶段经贸协议对提振美国对外贸易显得愈发重
要。根据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中国承诺在

２０２０年初到２０２１年底从美国增购２　０００亿美
元的产品和服务，其中产品１　６２１亿美元。但

２０２０年全球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冲击，生产与消费
受到重大影响，２０２０年１月至８月，美国贸易
逆差已高达４　２１８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５．７％，⑨若考虑 ＧＤＰ总量下滑的事实，其占

ＧＤＰ的比较上年度增长更大。
为应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的冲击，美国政府

迅速推出史无前例的救市计划，短期内这些救
助措施能降低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对经济的破坏作
用，有效地稳定金融市场，２０２０年第三季度

ＧＤＰ年增长率为３３．１％，股市也迅速回暖。中
长期来看，美国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的应对举措
或将恶化美国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降低经济
增长潜力，加剧美国经济内部结构性问题，弱化
美元霸权地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
各国之间的紧密联系对贸易复苏至关重要，特
朗普政府所奉行“美国优先”的理念，实施贸易
保护主义将严重消耗其信用资源，减弱美国作
为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受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冲
击，拜登政府虽然可能继续实施较为强硬的贸
易政策，但将加强与盟国的协商合作，来制定新
的全球贸易规则。整体上，美国贸易逆差的调
整目标将让位于经济增长目标。

　　七、结语

美国贸易赤字是世界经济面临的一个长期
课题，贸易逆差调整也是一个长期课题。美国
贸易逆差的调整并非要消除其贸易逆差，而是
要在权衡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之上将逆差占

ＧＤＰ的比重控制在一个波动区间之内。美国
贸易逆差的调整成本及目标的实现，需要其变
革经济增长方式，修正福利制度，在维持一定的
经常项目赤字的基础上稳定美元霸权地位，需
要在扩大国内债务同时保持国际收支的整体稳
定。面对ＣＯＶＩＤ－１９疫情的冲击，美国短期内
对贸易逆差的调整将让位于经济复苏与增长目
标。对众多出口型国家、贸易顺差国家来说，需
要继续应对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及美国强硬贸

９４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刘建江，等：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贸易逆差的调整目标区间考察



易政策对自身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将扩大内
需上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对以东亚为代表的多
数国家来说，需要面对如何调整原有的经济增
长方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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